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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去中国化”主要表现为去除行政单位、驻

外机构、文教单位、教科书等领域与“中国”有关的称

谓、名称、符号、标志、内容等，其目的是从根源上割

断两岸的历史文化联结，培育所谓的“台湾主体意

识”，进而在政治上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作为一

种文化政策，“去中国化”肇始于李登辉时期，陈水

扁、蔡英文延续了这一政策。不过，台湾当局所推行

的“去中国化”政策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蔡英文所推

行的“去中国化”政策相较于李登辉、陈水扁时期就

发生了变化，呈现于愈演愈烈的趋势。

现有关于台湾当局“去中国化”的研究大体可分

为两类：一是对陈水扁时期、蔡英文时期的“去中国

化”现象或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政策进行探讨。谢

郁等人认为陈水扁时期在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

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推行“去中国化”政策，其实质是

陈水扁当局“渐进式台独”的重要步骤，任其发展下

去将成为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重大障碍。①罗德明

(Lowell Ditter)②、朱云汉③与王维正④等人也指出陈水

扁当局通过修改教科书、课程改革、“国有企业”更

名、新街道与公园的命名等活动进行有意识地“去中

国化”活动，以去除台湾的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认

同。不同于聚焦于陈水扁时期“去中国化”做法的研

究，赵洪对陈水扁当局推行“去中国化”的缘起、依

据、实践以及影响与未来走势进行了系统探讨。⑤刘

匡宇则指出蔡英文上台以来推行“去中国化”的做法

实质是“文化台独”，并分析了其具体表现、特殊危

害。⑥张必瑜主张民进党推行“台湾化”的文化政策

的目的就是“去中国化”，以减少中国大陆对台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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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政治所有权的要求。她还提出民进党的文化建

构有三个独特趋势：重视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台

湾主体性”的理论化、把台湾标榜为文化产品。⑦二

是聚某一面向的“去中国化”现象，如陈孔立从文化

的整体性视角将“去中国化”的理论总结为四个要

点，并从“台湾教学与通用拼音”、“《认识台湾》教科

书”等八个具体事例对“去中国化”动向进行了分

析；⑧李理从历史教科书的角度提出李、扁上台后有

步骤地将“去中国化”导入历史教育，在1994年、2002
年、2004年进行了“去中国化”的中学历史教育大变

动。⑨亦有学者从法学教育⑩、民间信仰等方面探讨

了台湾地区的“去中国化”现象。

既有研究虽然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参

考，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评

论性的，就台湾地区“去中国化”政策形成与变迁的

内在机理方面而言，仍缺乏学理性的探讨。历史制

度主义为研究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分析框

架，能够为分析“去中国化”政策变迁提供启示。鉴

于“去中国化”的危害性以及现有研究的缺失，本研

究旨在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去中国化”政策

形成的原因、历史变迁及其变迁的路径依赖进行

剖析。

一、“去中国化”政策形成的原因

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之一的历史制

度主义在1980年代中期才逐渐兴起。1992年，历史

制度主义作为单独的名称首次出现在斯温·斯泰默

(Sven Steinmo)、凯瑟林·西伦(Kathleen Thelen)所著的

《建构政治学：比较分析中的历史制度主义》中。历

史制度主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引入了历史维度的分

析视角，重点分析了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以及

环境和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彼得·豪尔(Peter Hall)
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Taylor)将历史制度主义

的理论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倾向于在相对

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相互关

系；第二，强调在制度的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

非对称性；第三，在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时，

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结果；第四，尤其关注将制度

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

来进行研究。

在历史制度主义者看来，“在现实的制度产生和

变迁活动中，我们并不能假定一个制度真空的存在，

事实上现实之中的任何一种制度产生之时就已有先

在的制度存在”。“去中国化”并非毫无依据就产生

的，而是由“威权统治”时期国民党当局强力推行“中

国化”、压制台湾本土文化的政策变迁而来的。发生

这种政策变迁的动因或者说“去中国化”政策产生的

原因则须在历史进程中去探寻，因为“制度本身也是

特定历史进程的遗产”。而在制度的生成方面，历

史制度主义致力于研究某一历史环境下旧制度对新

制度的影响，并强调旧制度体系中相关行动者之间

的斗争和冲突。换句话说，历史制度主义在一定程

度上秉持着“结构—行动者”的二元化理论，既强调

制度与结构性因素对行动者的制约作用，又承认行

动者选择及其互动关系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其制

度生成理论主要涉及环境、制度与行动者三个方

面。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本研究认为“去

中国化”政策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素，同

时，它们之间是一种时间序列的关系。

首先，在环境因素方面，威权统治时期国民党当

局强制推行的“中国化”、压制台湾本土文化的政策

为制度变革提供了功能性需求。宏观环境是制度变

革的诱因，也是制度变迁的深层结构，宏观环境的变

化提供了制度变革的需求。“去中国化”政策的形成

也存在环境诱因，而引起它产生的外部环境因素便

是国民党当局在“威权统治”时期强力推行“中国

化”、压制台湾本土文化的举措。台湾甫一光复，国

民党当局便企图迅速实现台湾的“中国化”。时任台

湾行政长官陈仪在1946年全省中学校校长会议中就

指出：“台湾受日本统治五十年，一般人民都习于日

本的思想及性格，政府目前最要紧的任务，即为推行

心理建设，使台胞首先完全中国化，成为地道的中国

人，使台胞尽速谅解国语国文，历史，地理，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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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令规章”。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后，

虽不再提“中国化”，但实质上则是更强力推行“中国

化”。“中国化”可以说是两蒋时期国民党当局统治台

湾的最高指导原则。“中国化”突出表现在推行“国

语”、认同中华文化、树立国民党正统地位、灌输“反

共复国”的意识等方面。其实质是通过构建“中国民

族主义”来对“本省人”进行“中华民国”的“国民化”

塑造。

国民党当局推行“中国化”的举措一定程度上消

除了“皇民化”统治对台湾的影响、塑造了台湾民众

的“中国认同”。但另一方面，长期的“反共”教育与

宣传，尤其是打压台湾本土文化的政策反而强化了

台湾民众的本土意识，给之后“台独”势力推行极端

“本土化”即“去中国化”提供了可乘之机。如在语言

政策方面，1956年起台湾省教育厅下令学校中禁止

使用方言，违者会受到处罚。学校中还设立了纠察

队互相检举，鼓励密报。国民党当局偏狭的语言政

策将台湾本土语言矮化成低文化的地位符号，国语

则成为一般人向上流动的必备技能与高文化象

征。而这种压制台湾本土文化的做法让台湾民众

产生了自卑与羞愧的情绪，觉得没有受到应有的尊

重，追求对于台湾的尊重与承认也是台湾民众尤其

是台湾知识分子的重要诉求，这也给变革强制推行

“中国化”、压制台湾本土文化的政策带来了具体压

力。但这种发扬台湾本土文化的诉求只是对国民党

专制统治的一种“反弹”，并不必然会导致后来的“去

中国化”，之所以如此，与“台独”势力的操弄是分不

开的。

其次，在制度因素方面，1986年台湾政治转型的

开启给制度变革带来了重要契机，“本土化”开始成

为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选项。在“戒严”体制之下，

有关“台独”的思想与活动都会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

厉镇压，“台独”势力在岛内无法容身纷纷转往海

外。在1986年之前，“台独”几乎没有在台湾岛内获

得显著的支持。同时，由于“戒严”体制的政治环境

以及“反共复国”意识形态的熏陶，在1970年代之前，

岛内“反对人士”倾向于忠诚的反对者的立场与角

色，通常是单打独斗，在地方选举中给国民党当局带

来一些竞争压力。而到了 1970年代，国民党当局所

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1971年被逐出联

合国，以及之后与日本、美国“断交”等一连串的“外

交危机”，使得国民党当局长期建构的“中国法统”逐

渐丧失了外部合法性。这带来了 1977年至 1979年

以台湾“本省人”为主的“反对运动”的高潮，先后发

生了“中坜事件”与“美丽岛事件”。但由于岛内国民

党政权对于激进化诉求的镇压，或是“反对人士”明

白较激进的诉求将遭到镇压，因此，1980年代之前台

湾“反对运动”以“民主化”为主要诉求。这种“民主

化”诉求是一种温和诉求，主要针对国民党的专制统

治以及不合理的政治安排，并没有挑战国民党当局

所构建的“中国法统”。

国民党当局持续不断的打压一定程度上也为

“反对运动”激进化提供了机会，使得“反对人士”在

诉求上从温和路线转向激进路线，“本土化”逐渐成

为“反对运动”的主要诉求。这种“本土化”诉求与蒋

经国时期所推行的“本土化”政策存在很大差别。蒋

经国时期的“本土化”政策本质上是一种人事政策，

旨在吸纳台湾本省籍政经精英进入“中央政权”。而

这种激进的“本土化”诉求则是一种极端“本土化”，

企图“去中国化”。比如在 1983年增额“立委”选举

中，党外的“中央选举后援会”所提出的“政见”中就

宣称：“台湾的前途，应有台湾全体的住民共同决

定”。这明显把“台湾”与“中国”割裂开来，“去中国

化”的意味十分明显。面对党外运动以及各类频发

的社会运动，国民党当局在1986年开启了政治革新，

开始吸纳来自民间的不同的利益与声音进入体制，

将冲突制度化。这也给了激进的“本土化”诉求生存

的空间，自此，“本土化”成了制度变革的一个选择。

之后，李登辉等“台独”分子更是假“本土化”之名进

行“去中国化”，企图弱化、隔断两岸之间的历史文化

联结，以强化台湾民众的“台湾人认同”。

最后，作为核心行动者李登辉的上台执政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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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制度变迁，使得“去中国化”政策得以产生并稳固

下来。核心行动者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在制度变迁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李登辉之所以选择“去中

国化”作为制度变迁的方向，既与其自身的理念信仰

有关，也是为赢得与其他行动者斗争、巩固其统治地

位策略选择的结果。在自身理念信仰方面，李登辉

自身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台湾的本土意识是中

国形形色色的地方意识表现，是台湾民众的自我认

同意识。虽然受台湾特殊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影响，

台湾本土意识染上政治色彩，但并非是“台独”意

识。而李登辉所怀有的“本土意识”是一种狭隘的

“本土意识”，具有浓厚的“去中国化”倾向。正如李

登辉所说：“本土化就是要去掉‘外来政权’，要‘摆脱

大中华主义’，‘台湾人不要再让别人管’”。这种说

法把台湾与中国对立了起来，“去中国化”的立场显

而易见。他还提出要对台湾民众进行心灵改革，“以

前大家是说‘我是中国人，我也是台湾人’，这种心灵

要改变，应该要换说‘我是台湾人’”。他所鼓吹的

“台湾认同”是和“中国认同”相对立的，目的是要达

成台湾民众对于台湾的“国家认同”，实现其“台独”

迷梦。

另一方面，李登辉时期推行“去中国化”政策出

于其为赢得权力斗争、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李

登辉上台之初并无实权，党政军权仍掌握在以李焕、

俞国华、郝柏村为代表的国民党“非主流派”人物手

中。国民党内“非主流派”在“国家主权”与“国家认

同”上坚定维持两蒋时期国民党当局所构建的“中国

民族主义”的核心地位，而李登辉为了获取本土势力

的支持，在与“非主流派”的权力斗争中其本身的姿

态以及所采取的政策就已从国民党的“中国民族主

义”的位置偏移，向“本土化”、“去中国化”的位置靠

拢。如李登辉为了巩固其党政独尊的权力，在 1992
年底迎合“反对运动”的政治诉求，加入民进党的“反

郝(柏村)”行列，最终在 1993年任命“本省人”为“行

政院院长”，“完成了所谓中国国民党以及中华民国

‘本土化、在地化’的基础工作”。在权力稳固之后，

李登辉开始修改教科书，全面推行“去中国化”，“去

中国化”政策也由此产生。

综上所述，在“去中国化”政策形成的过程中，作

为核心行动者的李登辉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不能

忽略其他因素，“去中国化”政策的形成是“威权统

治”时期国民党当局推行的压制台湾本土文化的政

策为制度变革提供了功能性需求、政治转型开启后

“本土化”成为一个制度变革的选择、李登辉出于个

人的理念信仰与权力斗争需要转向“本土化”、“去中

国化”三者综合互动的结果。同时，它们之间是一种

时间序列的关系，先前的制度结果影响了后续的制

度选择。

二、“去中国化”政策的历史变迁分析

“去中国化”政策自李登辉时代诞生以来，在陈

水扁、蔡英文时期不断被强化，马英九时期试图对这

一政策进行拨乱反正最终也未获成功。历史制度主

义对于制度变迁的动力、模式、路径等进行了深入分

析，能够为分析“去中国化”政策的历史变迁提供启

示，接下来本研究也将基于历史制度主义来审视“去

中国化”政策的历史变迁。

首先，在政策变迁的动力上，台湾民众“国家认

同”的异化推动着“去中国化”政策的不断加强。制

度变迁的动力来源于变迁所能够带来的收益。“台

独”分子推行“去中国化”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

“台湾主体意识”、塑造台湾民众对于台湾的“国家认

同”，进而培植抗拒统一的民意基础。正如李登辉所

说：“建立台湾的主体性，进行民主政治的改革，应从

教育开始，尤其是中小学教育，课程中应融入台湾的

历史，让下一代了解先人辛苦开发的过程，了解未来

生存发展的方向，这样台湾才有希望”。在“去中国

化”政策之下，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也不断地异

化，朝着“台湾化”的方向演进。最早对台湾民众的

“国族身份认同”进行调查的是台湾《联合报》，其在

1989年11月的民调显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高

达 52％，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占到

了 26％，仅有 1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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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在 20世纪 90年代之前，中国人认同仍是

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主流认同。台湾政治大学选

研中心调查显示，在1992年时，台湾民众认同“自己

是中国人”的比例为 25.5％，认同“既是台湾人也是

中国人”的为 46.4％，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只有

17.6％。此后，便呈现出“台湾人认同”不断升高，“中

国人认同”不断下降的趋势。到 2000年李登辉卸任

之时，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为 12.5％，认同

“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为44.1％，认同“自己是

台湾人”的上升到了 44.1％。虽然“台湾人认同”的

上升并不完全是由“去中国化”政策所造成的，但“去

中国化”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去中国化”政策对于建构台湾民众“国家认同”

的有效性也刺激了陈水扁将“去中国化”政策继续深

化，企图通过这一政策的深化加速对台湾民众“国家

认同”的建构。“‘台独执政’重点是，巩固李登辉时期

的‘台独成果’，改变‘一个中国认同’，加速培植‘台

独国家认同’”。如1990年10月1日李登辉宣布成

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并于1991年2月23日第三

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目的是要“促成国

家的统一”。虽然并没有实施，但也是台湾当局赞成

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象征。而陈水扁在2006年2月
终止了“国家统一委员会”的运作，“国家统一纲领”

也被终止适用，抛弃了两岸和平统一的这一象征，这

也标志着陈水扁时期“去中国化”政策的升级。蔡英

文上台以来，进一步推动“去中国化”，于2017年8月
以内部组织架构调整为名裁撤了具有象征意义的

“蒙藏委员会”。概言之，“‘去中国化’必然导致只认

同台湾不认同中国”。“台独”分子不断强化“去中

国化”政策的原因就在于它在建构台湾民众“认同台

湾”上的有效性。从这一点来看，“台独”分裂势力推

行“去中国化”的行径与两蒋时期的做法有一定的相

似之处，都试图通过塑造民众的“国家认同”来建构

“国家合法性”。不同的是，“去中国化”与“民主化”、

“本土化”相互交织，“台独”分子每每利用所谓的“民

主化”、“本土化”来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这也使

得“去中国化”无论是对台湾地区民主政治还是对两

岸关系，都有很深的危害。

其次，在政策变迁模式上以强制性变迁为主，但

融合了诱致性因素。根据推动主体的不同，制度变

迁在模式上可以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

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迁，

是由政府所主导以政府命令或法律引入实行为特

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变迁，以

个人或群体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诱惑而自发倡导、

组织和实行新制度为特征。从台湾“去中国化”政策

变迁的历程来看，政府在政策变迁过程中起着主导

作用。政府与其他社会行为体相比在政治力量上占

据优势，具有很强的资源配置能力，而且还能通过发

布行政命令、制定政策等形式来约束其他社会行为

体的行为。因此，“去中国化”政策变迁模式以强制

性制度变迁为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由政府设置“去中国化”政策变迁的基本路

向。执政当局主导着“去中国化”政策是逆向的做出

调整还是正向的继续深化。如陈水扁时期推动“正

名运动”，凡公务机关、公营事业、军队营地、重大纪

念物和场所等，只要带有“中国、中华、反独、统一”

等，都要进行“去中国化”。2007年 2月在“行政院”

的强力要求下，“中油”、“中船”及“中华邮政”3家企

业各自更名为“台湾邮政”、“台湾石油”与“台湾国际

造船公司”。而到了马英九时期，又试图进行“拨乱

反正”，对“去中国化”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把

“台湾邮政”改回原名“中华邮政”。2012年 7月，台

南市承办的全台教育局处长会议所设计的大会手册

封面上印有背弓箭的平埔族人与台湾图案，“教育

部”认为背着弓箭有暴力倾向、台湾图案有“台独意

识”的疑虑要求修改。二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实现

“去中国化”政策变迁。2016年蔡英文刚上台，她任

命的“教育部长”潘文忠就宣布以行政命令废止2014
年通过的课纲微调。

同时，“去中国化”政策强制性变迁过程中还包

含着诱致性因素，即其他社会行为体“自下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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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政府提出政策变革的诉求也推动着“去中国化”政

策的变迁。如李登辉利用台湾社会存在的发扬台湾

本土文化、“本土化”等诉求推行“去中国化”。此外，

一些“独派”组织和个人也不断提出“去中国化”的诉

求。2016年民进党美西党部主任委员在民进党党代

会上提案要求“证件改用台湾、国营事业正名台湾”，

兼任党主席蔡英文表示交“中执会”研议。简言之，

“去中国化”政策的出台是台湾当局主导以及地方倾

“独”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最后，在政策变迁路径上属于渐进性变迁路

径。渐进性变迁就是制度变迁是在原有制度基础上

进行增加或者调整，逐步由新制度取代旧制度。与

此相对的是突发性变迁。突发性变迁是正式规则的

非连续性的剧烈变动，通常是征服或革命的结果。

“去中国化”政策在变迁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剧烈性的

变动，因而在变迁路径上属于一种渐进性变迁路

径。詹姆斯·马霍尼(James Mahoney)与凯瑟林·西伦

(Kathleen Thelen)将渐进式制度变迁细分为替代、叠

加、偏离和转换四种类型。替代就是指废除现有的

规则，引入新的规则；叠加是在现有规则之上引入新

的规则或使新旧规则并列存在；偏离是指环境的变

化导致现有规则的效力发生变化；转换是指策略的

重新部署导致现有规则的实施发生变化。从他们

的类型划分来看，“去中国化”政策的形成属于一种

替代式的制度变迁，而之后“去中国化”政策的演变

则是一种叠加式的渐进性制度变迁。“去中国化”政

策的形成实质上是由两蒋时期的“中国化”政策转变

成了李登辉时期的“去中国化”政策，由“去中国化”

政策替代了“中国化”政策，在意识形态上也由“台湾

民族主义”逐步替代“中国民族主义”。而自李登辉

推行“去中国化”政策以来，其政策变迁都是在既有

政策的基础上渐进性地对“去中国化”进行局部的、

小范围的调整，或者为“去中国化”政策增加新的内

容，做出的调整也是在坚持“去中国化”政策之下实

现的，并非一种政策重构，因而属于叠加式制度变迁

的类型。

“去中国化”政策变迁兼具替代式的渐进性制度

变迁与叠加式的渐进性制度变迁特征，最明显的就

体现在对教科书的修改上。如在教科书的内容方

面，在1983年版的教科书中，台湾当局仍宣称要“光

复大陆、统一中国”。“当我们国家正面临空未有的浩

劫与挑战的时刻，所有中国人应了解中华文化，信仰

三民主义，以中华文化复兴的力量与三民主义实践

的成果，必能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进而统

一中国”。1994年版的“认识台湾”教科书开始将

“台湾”与“中华民国”等同起来，用以“台湾”为主体

的论述取代以“中国”为主体的论述，已不再自称“中

国就是‘中华民国’”。“‘民国’三十八年以后，‘中华

民国政府’有效统治地区是台、澎、金、马。‘民国’六

十年退出联合国以后，政府拓展实质外交，以台、澎、

金、马为主体加入多种世界经济组织，台、澎、金、马

成为一个实质上的命运共同体，国际上逐渐习称‘台

湾’”。2005年版的教科书进一步论述“中华民国”

等同于“台湾”，不再包含大陆。“目前‘我国’共有

2300万人民，居住在台、澎、金、马等土地上，由全体

‘国民’行使‘主权’，‘中华民国政府’推行政务”。

在台湾史与中国史的关系上，两者也逐渐从从

属关系变成了并列关系直至中国史不再单独出现。

1997年李登辉当局推出了“认识台湾”的历史教科

书，1999年又推出了“88课纲”，台湾史首次成为中国

史的一个独立单元。陈水扁时期，任命提出“同心圆

史观”的杜正胜为“教育部长”，将“台湾史”独立成

册，并且和“中国史”、“世界史”具有了相同的比例。

蔡英文上台之后，在2017年6月推出了“12年国教社

会科学领域课纲草案”，将高中历史课纲中的“台湾

史、中国史、世界史”改为“台湾史、台湾与世界、中国

与东亚的交会”三个领域。2018年 8月台湾教育部

门课审大会审议通过了新历史课纲，高中历史被正

式分为“台湾史、东亚史、世界史”三个分域，中国史

被并入东亚史之中，不再单独存在。由此可见，“去

中国化”政策无论是产生还是之后的延续强化，都是

一种“切香肠式”的渐进性变迁路径。在具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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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前者是一种替代式制度变迁，后者属于叠加式制

度变迁。

三、“去中国化”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自“去中国化”政策形成之后，其演变是一种叠

加式的渐进性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的特

征。所谓路径依赖，就是一旦步入某条轨道，逆转的

成本非常高昂。换句话说，路径依赖本质上就是难

以逆转的发展轨道，虽然发展过程中其他选择点是

存在的，但先前制度安排的确立阻碍了最初选择的

轻易逆转。对于“去中国化”政策的发展来说，也存

在正向的不断深化与逆向的“修正”两个方向。正向

的不断深化就是诸如陈水扁、蔡英文时期将“去中国

化”政策不断引向“台独”的发展道路，而逆向就是指

类似马英九时期对其进行一定调整，强化台湾与祖

国大陆联结的发展路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正

向、逆向并不是一种道德评价，并不表示正向就是正

义的、逆向就是非正义的，而只是根据是否沿着“去

中国化”政策初始方向发展的一种划分。

从“去中国化”政策的发展历程来看，不论对其

是进行正向的深化还是逆向的修正，都是基于之前

领导人所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所做出的，也都在

延续“去中国化”政策。即使马英九时期，虽认同“九

二共识”，也对“去中国化”政策做出了一些逆向调

整，试图“拨乱反正”，但仍出现了路径依赖现象。譬

如上台初期在历史课纲上搁置了陈水扁时期通过的

“98课纲”，延续了“95课纲”，2012年修订后的“101
课纲”与“95课纲”相比在主要内容上相差不大，甚至

存在很多违背“一中原则”的表述。2014年初修订了

试图强化大中国史观以及台湾与祖国大陆联结的

“104课纲”，定于 2015年 8月新学期开学之际实施，

但在实施之前就引发了“反高中课纲微调运动”，最

后以马英九当局教育部门的妥协退让为告终。因

此，无论是主动推行“去中国化”政策的李登辉、陈水

扁与蔡英文时期，还是试图对“去中国化”政策进行

逆向调整实质上被动地延续这一政策的马英九时

期，“去中国化”政策的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都是正

向演化的，更不用说得到逆转了。之所以如此，就在

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逆转“去中国化”政策需要庞大的“退出成

本”。“退出成本”的概念主要运用在分析企业的行为

上，指的是企业要退出市场所要承担的损失。这个

概念还被用在对经济相互依赖的分析上，经济相互

依赖程度越深，退出成本往往也就越高。要逆转“去

中国化”政策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这个成本也就

如同企业退出市场所要承担的损失一样，可以看做

是退出成本。特别是在推行“去中国化”政策已付出

高昂固定成本的情况下，所要付出的退出成本也愈

发巨大。陈水扁时期所推动的“正名运动”，就花费

了大量的资金，如“中油”更名“台湾中油”不仅简单

涉及名字的修改，而是与其相关的直营、加盟加油站

的招牌都要更改，还包括各个部门的公文、名片、各

种产品的包装等。“中油”公司估计更名约花7000万
新台币，更名所带来的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更是高

达数十亿元。马英九“执政”初期，就将在“正名”运

动中遭到改名的“中华邮政”重新恢复原名，公司的

各种单次、文具以及招牌上面是“台湾邮政”正式署

名的都改回“中华邮政”花费了800多万新台币。而

加上陈水扁时期的改名，前后两次花费有 2000万新

台币之多。更不用说之前“正名”时花费比“中华邮

政”更多的“中油”如果改回原名需要多少花费了。

当然，企业的改回原名只是逆转“去中国化”政策的

一个方面，“去中国化”政策的推行包括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换句话说，“去

中国化”政策的推行已投入了很高的固定成本，而要

“拨乱反正”势必至少要付出等额的退出成本，在高

额的退出成本面前，“去中国化”政策的发展方向不

会轻易得到改变。

其次，核心行为体对“去中国化”政策形成了“学

习效应”。“学习效应”是指某一项制度被采纳之后，

行为体不会轻易地去挑战它，而是会学习到如何在

这个制度之下更好的活动。从时间序列上来说，继

任领导人相对于往届是滞后的，但这也给继任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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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提供了一种后发优势，能够学习到成功的经验，

吸取失败的教训。陈水扁时期，试图通过“宪政改

造”来实现“法理台独”，给台海局势带来了严重威

胁，最终在大陆的坚决反对以及一系列遏“独”措施

后失败。蔡英文吸取了陈水扁的教训，把重心放到

了以“去中国化”政策为核心的“文化台独”上。2016
年她初上台就任命具有“文化台独”倾向的郑丽君、

潘文忠分别担任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教育部门负

责人，废止了马英九 2014年所进行的课纲微调。之

后又强占了“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将其简称为“文

总”，会刊的主轴也变成“宣扬台湾文化”。除此之

外，还有推出“台湾语言法”、“去蒋化”、“去孙化”等

一系列动作。可以说，蔡英文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

训，在既有的“去中国化”政策之下不断将其推向深

化。即使在马英九时期，也没有轻易的去挑战“去

中国化”政策，“101课纲”就是在“去中国化”政策的

框架内完成的，当时的“行政院长”吴敦义在“立法

院”答询就承诺民进党“立委”，绝不会改动“同心圆

史观”。

再次，“去中国化”政策与其他相关制度形成了

“协调效应”。“协调效应”是指某一项制度产生之后，

会被嵌入一个大的社会宏观制度之下，这些正式或

者非正式规则的不同组合与协调会阻碍制度变革的

发生。“去中国化”政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有其相应

的制度保障，这些规则的不同组合与协调强化了“去

中国化”政策存续的基础，增加了逆转的难度。李登

辉、陈水扁时期经过七次“宪政改革”，虽进一步巩固

了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也给“一

个中国原则”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事实上从第四次

“修宪”开始，其主要目的就已不再是实现民主化，而

是要彻底切断台湾与大陆在政治上、历史上的渊源，

刻意追求政治体系的“台湾化”，为与大陆的分离创

造现实依据。经过一系列的“修宪”，全面冲击了

“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逐步确立“实质台独”的政

治架构，“中华民国”的“国号”和体制名存实消，“修

宪”为“台独”政治架构出台创造了条件。换言之，

“修宪”完成了“去中国化”政策相配套的政治体制的

构建。此外，“去中国化”政策还有民进党的“台独党

纲”与“台湾前途决议文”为其背书。二者给“执政”

的民进党当局必须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指明了方

向。“去中国化”政策根植于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之

下，并与其实现了协调，在民进党不放弃其“台独”立

场的情况下，也就维持了“去中国化”政策的长久性。

最后，部分台湾民众对“去中国化”政策形成了

“适应性预期”。“适应性预期”就是说制度的实施会

使人们产生普遍的认同心理，对该制度的未来走向

会形成一种稳定的预期，减少其存在下去的不确定

性。“台独”分子对“去中国化”政策的长期推行使得

部分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产生了

错乱，他们对于“去中国化”政策产生了“适应性预

期”，阻碍对“去中国化”政策进行调整。最典型的事

例便是2015年7月“反课纲运动”的爆发。马英九后

期所推动的高中历史课纲微调即“104课纲”主要涉

及历史知识的表述上，如将“荷西治台”改为“荷西入

台”“日本统治时期”改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等，所

作出的调整也是基于历史事实以及相关专家的意

见。但长期受“去中国化”教育的影响，部分台湾青

年甚至认为“鸦片战争是对面国家发生的事，为什么

要台湾学生读别人国家的历史”。在“反课纲运动”

中，青年学生以撤销“104课纲”、以及“教育部长”吴

思华下台为主要诉求。在巨大的压力下，台湾“教育

部门”宣布“新旧课纲并用”。简单来说，马英九当局

虽然推动了“课纲微调”，试图对“去中国化”政策进

行了调整，但却无法得到贯彻执行，这实质上就表明

了其调整“去中国化”政策的失败。

总之，“去中国化”政策的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

依赖特征，庞大的退出成本、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与

适应性预期的存在意味着这一政策不会轻易逆转。

由此也可以推断出“去中国化”政策的未来前景，惯

性的力量会使“去中国化”政策持续存在，难以从这

个发展轨迹跳脱出来。特别是当前“台独”分子操弄

“反中”情绪，试图集结所谓的“民意”来“对抗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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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推行“去中国化”创造条件。而对于大陆方面

来说，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台湾当局与“去中国化”政

策相应的制度、规则的出台，防止其往“法理台独”的

方向迈进；另一方面要继续推动两岸融合，增加两岸

在经济、社会、文化上的联结，积极营造逆转“去中国

化”政策的环境。

四、结语

正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时间

是观念、制度和信念演变的界限”。时间界限对于

我们理解“去中国化”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把“去中国

化”政策放在时间之中，能够丰富对于“去中国化”政

策的理解。从更广泛的历史维度解释制度生成与变

迁的逻辑也是历史制度主义的一大特色。从历史制

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去中国化”政策的生成不能简

单的归结为李登辉个人因素，还须从历史进程中去

追寻其生成的动因，它是环境(结构)、制度、行动者三

者互动的结果。同时，从“去中国化”政策的发展历

程来看，它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具有明显的路径

依赖特征。

“去中国化”作为一种“柔性台独”活动，不利于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进程。习近平总书记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周年纪念会上明确提出

“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

间”。因此，大陆方面就要打破“去中国化”政策的这

种路径依赖状态，从而逆转这一政策。概括来说，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

动，让“台独”分子充分认识到“台独”是没有出路的；

其次，重视国民党作用的发挥，对“台独”分子的“去

中国化”活动形成牵制；最后，积极开展两岸文教交

流，落实同等待遇，建立逆转“去中国化”政策所需要

的制度环境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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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Taiwan Authorities' "De-sinicization" Policy: Th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Deng Xiaodong
Abstract：Since Lee Teng-hui promoted the "de-sinicization" policy, the "de-sinicizat-ion" policy has been in

constant change.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de-sinicization" in a
certain period or a certain aspect, ignoring the analysis of this policy change.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histor⁃
ical institutionalism consisting of environment, institution, and actor, the formation of the "desinicization" policy was
caused by the policies of suppressing Ta-iwan's native culture during Chiang Kaishek and Chiang Ching-kuo period,
"Locali- zation" became a choice for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fter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started, and Lee
Teng-hui's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time serie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hree factors.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sinicization" policy change is the alienation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aiwan people, the pattern
of policy change is dominated by mandatory change, but it also contains induced factors.The path of the "de-siniciza⁃
tion" policy change is a gradual change path. In addition,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factors such as "exit costs","learning
effects","coordination effects" and "adaptive expectations", the "desinicization" policy chang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h dependence.

Key word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aiwan authorities; "De-sinicization"; Policy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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